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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冠肺炎对人类整体，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构成巨大危机，疫情防控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应急工

程管理过程中涉及多元利益主体，呈现出诸多伦理困境。围绕疫情初期我国面临的各种挑战和疫情防控应急体

系的运转，探讨属地决策者、医学科学家、医务工作者和社会公众四类主要利益相关者群体间的利益矛盾和价

值冲突，明晰各利益相关者面临的道德困境与伦理选择，并基于预防原则、知情同意、分配公正、共济原则四

项基本的伦理原则，提出不同实践主体应该承担的伦理责任，为疫情防控的伦理治理提供建议与对策。

关键词：新冠肺炎；应急工程管理；伦理治理；道德困境；利益相关者

中图分类号：R181.8；B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969(2022)02-0104-10

引言

新冠病毒(COVID-19)引发“全球大流行”，对

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损

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

程，各个环节紧密相连，其工程管理特别在应急

阶段面临巨大挑战。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在党

和政府的领导下，疫情防控工作卓有成效。但由

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工程管理中有多元主体

参与，不同主体间存在复杂的责任冲突与利益冲

突，且面对利益冲突时有不同的价值倾向和道德

考量，伦理困境无可避免，难以在技术与制度层

面以他律的形式做出统一约束，导致许多传统应

急管理中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如何在具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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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的疫情形势下进行合理决策、有限资源限

制下医疗等资源如何分配、如何处理短时间内的

药物研发存在的风险、如何避免社会公众的个人

失序行为对公共善的损害等。因此，亟需从伦理

治理角度推进应急工程管理，协调好诸多利益主体

之间的关系。

应急工程伦理治理即对应急工程治理中的“伦
理问题或难题”进行治理 [1 ]。伦理治理对象是各利

益相关者所面临的伦理困境与道德难题，而每一

个利益相关者群体也都是伦理治理的主体。梳理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工程管理中多元利益主体

关系，探讨疫情防控过程中各利益主体之间的伦

理困境及其道德根源，明确各利益主体的伦理责

任，提炼疫情防控应急工程伦理治理的指导原

则，有利于增强各主体应对疫情防控应急工程管

理动态情境下复杂伦理问题的能力，从而提高疫

情防控的有效性。

在传统伦理学框架中，人是实践的主体，人与

人、人与自然之间必然发生的多样化、可选择的

关系是伦理问题产生的重要前提。如将抗击新冠

肺炎的过程看作一场大规模的道德实践 [2]38，可将

参与其中的实践主体按角色归为属地决策者、医

学科学家、医务工作者、社会公众等不同群体[3]。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工程伦理治理也可看作各

实践主体的自主自治 [4]。当新冠疫情对我们的生存

系统造成冲击与破坏时，不同的实践主体随着道

德实践的推进面对不同以往的尖锐的利害得失和

严峻的伦理困境 [ 5 ] 1 9 - 2 0，承担不同的职业责任 (表
1)，也享有相应的权力和利益[3]。

面对复杂的伦理问题，虽然不存在统一的伦理

准则，却有普遍使用的程序性步骤。将新冠肺炎防控

工作看作应急工程管理过程，基于预防原则[7]238-244，

全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是通过合理决策和政策设

计来解决伦理问题的最好时机。其中，针对应急

工程管理体系中四类主要实践主体，基于其应承

担的职业责任与伦理责任，将相应伦理原则和底

线原则与具体情境相结合 [3]，分析各实践主体如何

处理可能存在的利益矛盾与价值冲突，从而做出较为

科学合理、公平正义的伦理决策，并提炼疫情防控应

急工程伦理治理的指导原则。

在新冠肺炎防控应急工程伦理治理体系中，不

同实践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图1)构成其道德行为

表 1 四类实践主体在抗疫各阶段的主要职责
Table 1 Main responsibilities of four types of practical agents at each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age

伦理责任 前期 中期 后期

属地决策者：以人民为中心, 倾听

公众呼声；始终将公众的

安全、健康与福祉放在首位

及时判断疾病严重程度, 启动应

急响应,切断疾病传播渠道；

资源的及时合理调配与后勤

保障；及时而准确地披露信

息,宣传防疫知识；争取公众

的理解与支持

必要的资金投入, 确保医学科学

家和医护工作者拥有进行疫

情监测、疾病收治和药物研

发所需的充足资源；及时而

准确的信息披露, 宣传防疫

知识

恢复正常社会生活秩序, 对疫情

防控期间的决策进行评估反

思,提出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

安全体系韧性的思路和计划

并付诸实施,完善相关的法律

与法规等

医学科学家[6]：实事求是, 坚持

原则, 直言善谏

及时发现疾病, 进行疾病预警和

追踪；快速准确判断病原体

的危害性；为属地决策者提

供专业意见和建议

进行病原体检测方法的开发以

及临床治疗手段的研究, 为
属地决策者提供专业意见和

建议

继续进行疾病的基础生物学机

理研究、药物开发和疫苗研

制；开展疾病控制的科普工

作, 为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的

改善提供专业意见和建议

医务工作者：敏锐洞察, 实事

求是；救死扶伤, 义不容辞；

专业知识, 职业责任

及时发现疾病迹象与征兆, 正确

认知疫情并及时上报；配合

应急响应工作,配合切断疾病

传播渠道相关措施；向公众

宣传防疫知识,为属地决策者

提供专业意见和建议

承担一线救治工作, 及时反馈前

线疫情,为疫情防控的动态决

策提供专业意见和建议

参与疫情防控工程的社会反思,
为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的改善

提供专业意见和建议

社会公众：遵纪守法, 友爱互助,
配合政府, 配合医生

配合应急响应工作, 配合切断

疾病传播渠道的相关措施；

不信谣不传谣

提升自防自控的意识, 配合国家

疾病防控的相关措施并帮助

宣传, 主动支援疫情防控

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参与疫情防

控工作的社会反思,为公共卫

生安全体系的改善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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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参考2016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制定的

《传染病暴发伦理问题管理指南》[8]，对不同实践

主体交互过程中突出的伦理问题进行探讨。

1 属地决策者与社会公众之间交互作用的伦

理探讨

在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中，决策者作为防

控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其基本道德义务是维护公众的安全、健康与

福祉 [3]。从技术治理角度看，属地决策者应该以公

开透明的态度及时发布疫情相关信息，保证社会

公众的充分知情，这是维系公众对决策者的信

任、形成社会共识的前提。

然而新冠疫情暴发伊始的极大不确定性和疫情

相关信息发布带来的重大社会影响，加剧了决策

的复杂性，使属地决策者面临着伦理冲突。不同

职责之间的冲突是伦理冲突的重要来源。属地决

策者既是人民福祉的守护者，也负有保障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责任。选择及时公开疫情，可以引

起社会警觉，更快实施隔离措施，有利于潜在疫

情得到迅速控制，但会影响城市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活动的正常运行，引起公众恐慌，如果

判断失当，夸大了后果的严重性，还会招致质

疑，破坏属地决策者的公众形象，影响自身政

绩。 [3]而选择延迟通报疫情，可以暂时维持社会稳

定，但加剧了所有不知情公众的感染风险，使其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受到威胁，且这种威胁可能

会向不可控的方向发展。[3]

从价值选择来看，这涉及到伦理学的根本问

题，也就是道德和利益的关系问题，即“义”与“利”

之辨 [9]。在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状态下，对属地决

策者来说， “保证公众的安全、健康与福祉 ”是

“义”，其他考量都是“利”，当公众的生命安全与其

他利益产生冲突而无法共存时，生命至上的原则

为决策提供了坚实的伦理辩护。但应急工程实践

中的决策不是非黑即白的二元伦理选择，属地决

策者综合考量多方面的利益，权衡疫情扩大带来

的负面影响和及早预警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损失的

大小，其风险认知水平与伦理责任承担往往是决

定安全价值在决策天平上比重的重要因素。回顾

武汉早期面向公众疫情通报迟缓的情况，一方

面，对首次出现的新冠病毒的病源、症状、传染

性等特征缺乏科学认知，使得属地决策者在早期

大大低估了病毒扩散带来的负面影响，一定程度

上导致疫情通报的延误，其他许多国家在后来也

出现同样的问题 [3]。另一方面，尽管武汉属地决策

者“需获授权才能披露”的法理辩护存在争议 [ 10 ]，

但不可否认的是反映了属地决策者对积极责任[7]9-14失

于承担，不同于事后担责的法律义务，在应急工

程管理中，属地决策者更应该履行前瞻性的伦理

责任 [ 1 1 ]，以预防原则为首要伦理原则，主动作

为，以求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

临难决疑，功在平时。新冠肺炎防控应急工程

管理决策是科学不确定性下的紧急决策，属地决

策者承担着巨大的压力与风险，也更应该提升应

急管理能力与伦理治理水平。既要有全局统筹的

意识，也要有当机立断的魄力，更要避免怯于担

责的私心，始终将公众的安全、健康与福祉摆在

首要位置。

2 属地决策者与医学科学家之间交互作用的

伦理探讨

医学科学家在应急工程管理活动中处于重要地

位，体现在“医学科学家提供真实、有效、及时的

信息”作为决策的依据，而“及时性”对应急管理决

属地决策者 医务工作者

医学科学家 社会公众

图 1 实践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
Figure 1 Interactions between practical ag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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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来说至关重要，更是预防原则实施的基础。相

应地，决策者也应充分鼓励支持相关科研人员积

极投入新冠病毒研究，给予相当的资金投入与其

他帮助；并充分理解和尊重医学科学家从事此项

研究的艰难性与不确定性，给予更多的时间和更

大的自由选择权。这是应急工程管理体系中属地

决策者与医学科学家的有效互动，这种及时有效

的交互是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

但是据Nature的调查，截至2020年1月30日发

表的新冠病毒相关的英文论文中 [ 12 ]，中国学者参

与的已有二十余篇。国内权威期刊上也有相关论

文发表，其中提到的数据和信息有些甚至早于官

方对外通报的情况。这说明，部分与防疫相关的

信息没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由医学科学家传递到属

地决策者的手里，一些前线重要数据没有及时用

于疫情防控工作中。

这种情况导致属地决策者与医学科学家之间有

效互动的管理链条断裂，影响疫情防控工作，问

题的焦点在于医学科学家科研和防疫工作之间的

冲突。在新冠肺炎应急防控工作中，时间紧任务

重，存在医学科学家时间与精力的分配，以及实

时疫情数据信息的用途选择问题。若将主要精力

和关键数据用于科研和抢发高水平论文上，此次

公共卫生事件就是一次重要的科研实践机会，医

学科学家可以采集第一手资料，创造一流科研成

果，有利于提升资历、晋升获奖；但等待发表的

过程中，一些重要数据无法在疫情暴发初期用来

指导属地应急工程管理，增大了后期防控难度，

不利于公众安全与健康。若将科研数据第一时间

公开用于属地防控决策，有利于疫情及时控制，

保证公众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但医学科学家

也许会错失一些科研成果。

这种伦理选择体现医学科学家在个体学术成就

与公共健康价值之间的权衡，某种程度上也是关

于“利”与“义”的考量。科学家的伦理责任要求其关

注科学活动的社会后果 [ 13 ]，疫情攻关期间的科学

研究不仅是为了探求真理，扩大人类的知识边

界，更是要促进科技成果直接用于指导争分夺秒

的应急管理实践，满足疫情防控的现实需求。因

此，科研人员的初心、在大疫来临时的首要使

命，是以保护公众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为首

要，此时道义为先，私利其后。“把研究精力全部

投入到各项攻关任务上来，把论文写在抗击疫情

的第一线，把研究成果应用到战胜疫情中”[14]，应

当是对医学科学家们最为重要的伦理责任要求。

当科研与防疫工作发生冲突时，医学科学家应

以防疫为先，但并不意味着矫枉过正，一刀切地

禁止论文发表。论文是研究结果的学术化呈现，

论文发表为疫情相关数据、知识和经验的分享提

供平台，有利于全球医学专业人士交流协作，共

同应对防疫战争。只要避免成果导向的功利追求

挤占防疫资源，不耽搁疫情攻关任务，发表论文

也是以另一种形式服务于抗疫工作。医学科学家

应以“保证公众的安全、健康与福祉”为先，处理好

科研与防疫的关系，以科研促进防疫，在疫情防

控应急工程伦理治理中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发

挥重要作用。

3 属地决策者与医务工作者之间交互作用的

伦理探讨

医务工作者是疫情防控措施的重要执行者。在

大众认知中，救死扶伤是医务工作者的职责，但

当这份职业责任与自身安全等基本权益产生冲突

时，他们也面临着艰难的道德考量和伦理选择。[3]

选择奔赴战场、前线救援，是对职业责任的践履

和职业良心的驱使，但也将自己暴露在可能感染

的危险中，让家人心忧牵挂，甚至受到拖累。选

择逃避责任、消极工作，能够减少被感染的风

险，同时能更好地履行作为父母、子女、丈夫、

妻子等角色的责任；但一位医务工作者的缺位可

能会使数名患者得不到及时救治，生命安全受到

损害。在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私心”与“公心”的
较量中，全国各地无数医务工作者义无反顾地选

择了后者，这种伟大绝非一句简单的“职责所在”可
以概括，而是“公心”战胜了“私心”，是医务工作者

伦理标准不断提升的重要表现。[3]

基于公正原则，医务工作者承担着比常人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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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也应该得到相应的利益补偿。公正作为社

会利益分配的道德原则，表现为“得所应得”[2]48-50。风

险与收益公平分配[7]234-236是公正原则的基本体现。

WHO在《传染病暴发伦理问题管理指南》中提

到，医务工作者拥有卫生保健优先权，且应提供

对前线医务工作者家庭成员的援助，包括向因公

殉职的前线工作人员的家属提供死亡津贴 [8 ]43-46。

我国的疫情防控也对前线医务工作者提供绩效支

持、生活补助、职称聘评等方面资源补偿与政策

倾斜。[3]

补偿的有效性是需要关注的问题，一方面，有

效补偿的合理界限应该让医务工作者之利比之前

有所增益，而不能有所减损 [ 15 ]。另一方面，除了

物质补偿，也应该给予医务工作者心理与人文层

面的保障，进行精神方面的鼓励与宣传，避免医

务工作者受到“排挤”与“歧视”，解决其遇到的实际

困难，满足其核心利益关切。从而使医务工作者

没有后顾之忧，能更好地投入到抗疫一线的战斗

中，在疫情防控应急工程管理体系中发挥作用，

也表达对道德榜样的鼓励向往和对抗疫英雄的人

道主义关怀。

4 医学科学家与社会公众之间交互作用的伦

理探讨

在疫情防控应急工程管理体系中，医学科学家

通过对新冠病毒的科学研究，为社会公众提供临

床诊断与治疗手段等重要资源。根据药物开发的

基本规律，药物从研发到人体临床验证，再到大

规模生产，要遵循严格的程序，短时间内开发出

全新的药物在技术上是困难的[6]。而应急响应的紧

迫性促使医学科学家们加快研究速度，尽快拿出

有效的临床诊疗方案；社会公众也在迫切地期待

着特效药和疫苗的问世。

因此未经充分证明的干预措施用于临床治疗是

否是合乎伦理的，是疫情防控应急工作中的重要

问题。如果将未经临床试验证实的药物用于对病

人的救治，尽管药物可能有潜在疗效，但由于其

有效性、不良反应或潜在危害尚不明确，相当于

将较高的风险加诸于被用药的患者身上，导致风

险和收益的不公平分担，不符合公正原则；但若

选择等到药物经过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充分证明后

再投入使用，时间周期较长，在这之前的患者们

很可能由于错过最佳治疗时机而导致生命安全与

健康受到不可逆损害，又有违生命至上的伦理

原则。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未经充分证实的药物

固然存在风险，但放弃药物使用造成的社会公众的

生命与健康损害也是不可想象的。根据《赫尔辛基宣

言》[16]以及《传染病暴发伦理问题管理指南》[8]35-37，

在疫情形势严峻而没有其他救治手段的情况下，

维护公众的安全健康为应用未经充分证实的药物

提供了伦理辩护，但在实践中仍然要审慎地设定

伦理边界 [ 17 ]。首先，临床试验走绿色通道并不意

味着放弃伦理审查，即使在使用药物治疗期间，

也应继续对其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研究，并根据

更新的研究成果进行决策变更。其次，应尊重患

者的知情同意权，保证患者了解药物的预期疗效

和潜在风险，给予患者充分的自主选择权利。此

外，尽管未经证实的临床治疗存在不可避免的风

险，必须遵循风险最小化原则，例如合格的卫生

条件，避免大龄重症肺炎患者进行临床试验等。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不久，关于“特效药”的“好
消息”就已经接二连三地出现：例如艾滋病特效药

克力芝、沐舒坦、双黄连口服液等。然而，这些

“特效药”的有效性引起诸多怀疑，引发市场混乱，

对公众也产生了误导。对医学科学家来说，尽管

有急人民之所急的迫切心情，也不能违背基本科

研规律，应履行科研中的客观真实、谨慎细致等

职业责任要求，更应承担起维护公众健康的社会

伦理责任。只要始终将公众的安全与健康摆在首

位，科学研究的轨迹就不会偏离。

5 医务工作者与社会公众之间交互作用的伦

理探讨

医务工作者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在疫情防控应

急工程管理体系中，医务工作者对疫情及时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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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向相关部门上报，主动向公众提供疫情相关的

准确信息和防疫知识，既是职责所在，也是始于

伦理责任的关怀。张继先医生便是最早发现疫情

苗头，并与院方一起坚持上报 [ 18 ]，用迷雾中的声

音唤醒警惕，是在疫情防控应急工程伦理治理体

系中自主自治的典范。

从伦理反思的角度，庆幸的是，从医院到江汉

区疾控中心，再到省、市卫健委的疾控处，张继

先医生的声音得以畅通无阻地传递并得到及时响

应。但若上报过程中的某个环节受到阻滞，医务

工作者该如何做? 疫情初期，武汉市卫健委的《不

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入排标准》过于“苛刻”，一位

医生无视“标准”坚持上报病例，却招致院方批评[19]。

假如通过正常渠道的发声不被听到，医务工作者

就面临着遵守规章的职业责任与维护公众健康的

伦理责任之间的困境。选择就此作罢，不违背作

为医生应遵守的规章制度，却可能间接使不知情

的社会公众陷入潜在风险之中，这种风险会给他

们带来身体健康的损害甚至生命安全的威胁。选

择公开自己对疫情的判断，让声音以一种更振聋

发聩的方式响起，会使家人朋友以及得到消息的

陌生人提高警惕，注意防范，从而避免可能存在

的感染风险；但违背规章制度的擅自信息发布，

存在因误判而引起社会与民众恐慌的可能性。

张继先医生对疫情的敏感觉察来源于曾参与非

典防治的经验和过硬的临床专业水平。在疫情引

起专家组重视之前，她已经在收治中采取隔离措

施，提前预警科里的医护人员同事并带领大家主

动做好自我防护。这份“未雨绸缪”是预防原则的重

要体现，也使张医生在新冠肺炎防治中保护了自

己的团队无一人感染 [ 18 ]。面对未知的疫情，已有

的标准具有滞后性，难以为病例判断提供准确指

导，应该重视医务工作者的经验与意见，不能完

全拘泥于现有标准，否则便与预防原则背道

而驰。

在疫情面前，个体难以独善其身，只有共济原

则之上的关怀互助，才能渡过难关。对医务工作

者来说，他们的专业知识与临床经历使其能够尽

早发现疫情，也应该积极承担疫情预警的伦理责

任。但当此伦理责任与医务工作者遵守规章的职

业责任产生冲突时，不应只赋予实践主体责任与

义务，还应同时赋予其相应的权利，使其在必要

时及时终止其责任和义务，做出更符合伦理要求

的选择 [5]98。同时也应该完善上报机制，畅通信息

渠道，鼓励医务工作者参与到新冠疫情防控应急

伦理治理中，守“经”亦要行“权”[20]，始终坚守“保
护公众的安全、健康与福祉”之“经”，依据疫情形

势发展行使随机应变之“权”，推动疫情防控工作的

有效进展。

6 医学科学家与医务工作者之间交互作用的

伦理探讨

在疫情防控应急工程管理体系中，医学科学家

与医务工作者应该保持密切而有效的沟通。一方

面医务工作者是风险识别的前哨，其掌握的第一

手资料是医学科学家开展深入研究的基础，在防

疫全过程中，医务工作者及时准确地提供前线疫

情的真实情况以及临床治疗手段的相关反馈；另

一方面，医学科学家基于前线疫情数据进行科学

系统的归纳整理与实验研究，形成相关成果并提

升为理论认知。这种疫情防控科研攻关的有效信

息链条，为决策工作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然而医务工作者也有科研需求，他们与疫情相

关研究成果的完成有赖于其在前线的实践。因此

医学科学家与医务工作者之间伦理冲突的焦点在

于作为学术资源的病例信息的竞争。医务工作者

选择积极汇报前线疫情信息与收治成果，有利于

医学科学家在病原体识别、传染源判断和临床治

疗手段开发等方面研究工作的进行，但无私地全

盘汇报不利于医务工作者将自己的临床案例转化

为科研成果，影响个人资历提升与事业发展。若

选择对前线病例信息有所“保留”，又会影响大疫当

前医学科学家的研究和属地决策者的判断，不利

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高效开展。此伦理冲突的本质

是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较量。从全局利益

和长远眼光出发，医务工作者应该放下小我，以

防疫工作为重，以社会公众的安全与健康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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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病例信息的集中汇报有利于资源整合，实

现疫情防控管理整体效率最大化，但亦不能忽视

分配公正问题。按照贡献分配权利是社会公正根

本原则 [ 21 ]，因此医务工作者们在科研攻关上的贡

献也应该得到认可与补偿。比起以医学论文为依

据的考核制度，新冠肺炎防控过程更是对一位医

务工作者的医德、业务水平、临床治愈能力等方

面最好的考评。将医务工作者在新冠疫情防控中

的贡献纳入考评指标之中，同时对提供关键临床

数据的医务工作者给予绩效和学术荣誉方面的认

可，既维护了社会公正，也能对医务工作者们产

生正向的激励作用，促进疫情防控应急工程管理

体系中医学科学家与医务工作者之间对前线疫情

信息的有效沟通。

7 社会公众伦理失范行为与伦理责任困境探

讨

与疫情防控应急工程管理体系中的其他实践主

体相比，社会公众群体人员众多，对风险的认知

水平与公共卫生安全意识差异较大，个体道德水

平的参差和价值观念的多样呈现出复杂的利益冲

突和伦理失范行为。如封城之后“逃离”武汉、恶意

隐瞒武汉旅居史、口罩等医疗器械坐地抬价等，

对公共道德与社会秩序带来严峻挑战。

疫情暴发早期一名旅居在武汉的社会公众是否

“逃离”武汉的伦理选择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留在

疫情暴发的中心地区，受到感染的概率增大，出

行活动受到限制，存在医疗资源和生活资源供给

不足的风险；选择“逃离”，有利于免受病毒感染，

可以获得行动自由，但自身可能已携带病原体，

对他人的健康带来威胁。如果此名公众已经被确

诊或隔离，那么出于医疗资源短缺的担忧和为了

获得及时救治，逃离的动机会大大增强。疫情的

严重性也是影响决策的关键因素，若预期疫情发

展形势严峻，留在武汉这个选择带来的风险急剧

上升，也因此会倾向于选择逃离。

此伦理选择的本质是个人权利与公共善之间的

博弈。武汉封城是疫情快速扩散、各地输入性病

例急剧增长情况下的无奈之举。通过对武汉实施

进出人员管控，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疫情传播，保

护了其他地区公众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却使

武汉属地公众面临更大的风险和个人自由权利的

暂时减损。这种为了维护公共善而对个体权利的

限制似乎与生命伦理学的自主性原则产生冲突。

但在疫情防控应急工程管理的非常态下，依据公

共健康伦理学的核心价值观念，个人利益应该服

从于共同利益 [ 22 ]。共同利益是个体利益的基础，

如果疫情进一步扩散，对整体医疗系统会产生破

坏性冲击，带来人人自危的局面，因此通过让渡

部分个人权利来维护公共健康具有伦理合理性。

公共善优先于个人权利的前提是把握好个人权

利与公共善之间的伦理边界 [ 23 ]。首先，基于补偿

公正原则，通过建立火神山、雷神山临时医院，

组织大批人力物力赴汉支援，以满足资源需求，

增强收治能力，保障管控区公众生存与生活的基

本权益，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其次，应该坚持

个人权利限制与牺牲最小化原则，对个人权利限

制带来的后果进行伦理审视，避免群体歧视、地

域歧视等道德伤害。此外，通过监管和监督约束

社会公众的伦理失范行为，引导其伦理选择：对

口罩涨价严加惩处，是为了矫正哄抬医疗器械价

格的不道德行为；如实披露实时信息，通过多种

渠道进行宣传，是为了避免公众过度恐慌而做出

不理智的伦理选择。

在疫情防控应急工程管理体系中，每一个实践

主体的行为都会对他人造成或大或小的影响。社

会公德准则和职业伦理规范号召大家追求善，但

善的完成不仅靠他律，更要结合实践主体的道德

自觉。在面临道德两难时，“阳光测试”是一种检视

自身伦理行为是否得当的方法，即假设事件公之

于众，此决定是否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社会公

论。相信社会公论的力量，一定程度上是尊重生

活传统给予大众的道德信念与良知的共识[5]126，这

种道德共识往往也是社会伦理规范的本源所在。

每一位社会公众应该提高自身道德水平，积极履

行伦理责任，在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

与全局利益之间做出符合伦理要求的选择。以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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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原则实现社会公众群体内部的伦理自治，对疫

情防控工作的顺利进展有着重要意义。

8 应急工程伦理治理的指导原则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范围广、利益相关者众多、

利益冲突尖锐，面对疫情防控工作中的伦理冲突

与道德困境，需要从应急工程伦理治理层面进行

探讨。通过对疫情防控应急工程伦理治理体系中

四类实践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与伦理冲突进行讨

论，预防原则、知情同意、分配公正、共济原则

作为应急工程伦理治理的基本伦理原则尤为

重要。

预防原则体现在疫情防控早期，应该通过真

实、有效、及时的信息获取，科学严谨的风险评

估，决策设计阶段的伦理参与，做好应急储备，

未雨绸缪，最大限度地降低潜在风险。

知情同意原则要求在临床试验或应用未经充分

证实的干预手段对患者进行救治时，保证患者对

预期效益、潜在风险和不良反应充分知情，并尊

重其自主选择的权利[2]239。

分配公正原则要求权利与义务、风险与收益的

公平分配。疫情应急防控的非常态下，公正天平

的平衡会被一些紧急要素的影响打破。而疫情防

控应急工程伦理治理的目的，就是通过对特殊贡

献者的奖励——例如共享关键数据的医学科学家，

进行疫情预警的医务工作者等；和对利益受损者

的补偿——例如承担高风险的前线医务工作者，被

限制出行自由的社会公众等，实现不同主体间责-
权-利的重新分配，以达成应急状态下公平正义的

新平衡[3]。

共济原则体现在各实践主体守望相助，共同应

对疫情的威胁。不管面对何种利益冲突和伦理困

境，各实践主体都应以“公众的安全、健康与福祉”
为总体原则和最高目标，坚持全局利益先于个人

利益，让渡个人暂时的自由权利，牺牲小我的科

研业绩，以实现公共善。

9 反思与展望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工程伦理治理是各实践

主体的自主自治，面对复杂伦理冲突，需要多元

利益主体各司其职，自觉提升道德能力，主动履

行伦理责任，在应急工程伦理治理的不同阶段中

发挥积极的作用。

对属地决策者来说，“以人民为中心”，“保证

公众的安全、健康与福祉”是永远的“义”，其中“安
全、健康”又是最大的“义”，在科学严谨基础上的

信息透明、沟通顺畅和决策公正是实现这个“义”的
关键。 [3]与西方相比，中国视域下的属地决策者群

体是抗疫工作的核心，被授予更大的权力，承载

着更高的期望与信任，也因此需要承担更为重大

的伦理责任 [3]。暴发初期美国疫情的愈演愈烈，一

方面是由于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性认识不足，

将其视为新型流感而未采取实质性措施 [ 24 ]。更重

要的是决策者在“利”与“义”之间，舍弃人民健康、

安全的“义”而选择了政治、经济优先的“利”[3]。在

应急工程伦理治理中，决策不是一次性的，而是

动态的，依据实时信息灵活调整决策，进行决策

的事前伦理评价和事后伦理反思，从“善”如流，才

能为疾病防控提供足够的资源支持和制度保障。

此次疫情防控也对我国医疗防疫设施储备、公共

卫生安全制度等提出新的挑战，亟需国家政策层

面基于预防原则，改善医疗防护规章制度，推进

公众公共卫生观念更新和科学生活习惯形成，真

正贯彻“以防为主”，防患未然。

对医学科学家来说，深入研究新冠病毒机理并

提出先进治疗技术成为核心使命，对风险的准确

把握和妥善处理成为关键能力。医学科学家要秉

持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为公共决策提供有效

信息，为疫情救治提供技术支撑。当下医学科学

家们所面临的伦理困境与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密

切相关。如果拥有更迅速精准的病原体检测手

段，更科学准确的统计方法，更先进的临床药物

研发技术，风险评估的精度会显著提高，伦理选

择的难度也将大大降低。

对医务工作者来说，在遵守医院规定，做好本

职工作之外，还应该积极承担伦理责任，始终把

公众的安全、健康与福祉置于首要地位，作为抗

疫战士，不畏风险，救死扶伤；作为风险识别的

前哨，发挥专业优势，利用临床经验，敢于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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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声。在这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医务工作者整体

上表现出高尚的道德水准。基于公正原则，应该

在物质和精神方面补偿并鼓励医务工作者的道德

榜样式行为。

对社会公众来说，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所表现

出的伦理失范行为提醒我们亟须加强社会公德建

设，增强公共卫生安全意识。在应急工程伦理治

理体系中，社会公众应该积极配合政府决策，妥

善处理个人利益与他者利益，个体权利与公共善

之间的关系。应通过伦理建设，切实提升社会公

众应对复杂伦理问题的能力，在政府监管和社会

监督之外，亦能够主动遵守伦理规范，实现自觉

的道德践履。

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

考，尽管在防控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但应该

有一个容错机制，使应急工程伦理治理体系在学

习摸索和经验总结中不断完善。完整的治理体系

意味着疫情防控不仅是决策者的事，还需要医学

科学家、医务人员、社会公众等主体的参与，只

有各实践主体协调配合，按照伦理规范和制度准

则各司其职，形成以政府为领导核心，多元利益

主体共治的应急工程伦理治理体系，才能从机制

体制上为解决伦理困境提供保障[3]。在预防原则、

知情同意、分配公正、共济原则四项应急工程伦

理治理基本原则的指导下，以维护“公众的安全、

健康与福祉”为首要目标，各实践主体应该增强伦

理意识，积极承担伦理责任，一方面身体力行地

将伦理规范运用到具体的实践场景中，另一方面通

过个人美德的反思更新对伦理规范的认识[5]21，涵育

伦理智慧，在复杂的伦理困境中寻求到应对

之法。

目前全球疫情仍处于发展阶段，尽管我们对新

冠病毒的认知更加深入，从疫情防控工作中积累

的经验更加丰富，但从西安、南京、上海等地的

小规模疫情暴发来看，仍然呈现出各类复杂的道

德问题和伦理困境，如个体权利与政府干预、知

情同意与科研提速、风险分配与补偿公正等，各

实践主体尤其是属地决策者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

战。不断进行伦理反思，探索复杂情境下伦理问

题的解决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伦理准则与道德标准与不同历史阶段、文化背

景和特定的现实情境紧密相关，而每一次灾难都

是一次机会，让我们对人类社会的基本伦理问题有更

深刻的思考[3]，这次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

急工程道德实践也不例外。通过不断修正与补充

社会伦理规范，并逐步建立与伦理准则相关的保

障体系，强化全民应急管理伦理建设，我们的应

急防控就会一步步更接近善的目标，努力实现全

人类安全、健康、福祉的美好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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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Ethical Issues in the Emergency Engineering Management
of COVID-19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Fang Dongping1, Li Wenqi1, Zhang Hengli2, Liu He3*

1. Department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3.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RIPED),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COVID-19 poses a huge crisis to human safety and health and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OVID-19 prevention
and control, regarded as emergency engineering management with complexity, involves multiple parties of interest and presents many
ethical dilemmas. Focusing on the various challenges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mergency system
during early outbreaks in China, the conflicts of interests and values among the four stakeholder groups-local decision makers,
medical scientists, health workers, and the public, as well as the moral dilemmas and ethical choices faced by them are discussed.
Based on four ethical principles including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informed consent, distributive justice and solidarity principle, the
ethical responsibilities that different stakeholders should assume are put forward, providing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ethical governance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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